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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 《中国法律年鉴》记载的数据以及中国东部某基层

公安司法机关实际运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我国的

刑事诉讼是一种 “侦查决定型”刑事诉讼，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时所作的决定更是关乎

整个刑事案件诉讼结果的命运节点。据此，迄今为止进行的着重于审判程序改革的刑事

诉讼改革进路值得反思，未来的刑事诉讼改革应当以解决侦查终结时侦查权的有效监督

问题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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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９７年施行以来，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综观近年来有关刑事诉讼

法再修改的讨论，多数集中在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批判，很少有人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运行

状况和特点予以分析和总结，这样的讨论难免陷入 “主观臆想”的质疑。在 《法律的运作行为》

一书中，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唐纳德·Ｊ·布莱克指出：“法律是一个变量”，并且 “法律的量可

以用多种方式测定”。〔１〕本文收集了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 《中国法律年鉴》记载的相关数据 〔２〕以

及中国东部某基层公安司法机关实际运行刑事诉讼法的若干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希

冀对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予以测评，并据此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中国法律年鉴》是目前可公开得到的有关司法统计数据的较为权威的资料。由于数据上报

的口径不同，每本 《中国法律年鉴》中有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情况的数据存在前后

不统一的现象。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尽量保持统一性，即同一类别的数据都选自同一统计口径。而

文中关于中国东部某基层公安司法机关运行刑事诉讼法的数据则为笔者亲自调查收集，希冀从微

观角度对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情况予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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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唐纳德·Ｊ·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页。

２００８年的部分数据来自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由于 《中国法律年鉴》并没有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具体统计，因此本文未能涉及这一部分的讨论，这是本文的遗憾之处。



一、刑事诉讼运行状况的整体数据分析

（一）刑事诉讼四个程序的数据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分为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四个程序。这四个程序都是独立的，依序进

行。每一个程序都有自身严格的适用标准，每一个程序中都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刑事

诉讼具体的运行情况。透过 《中国法律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可对我国刑事诉讼的整体运行状况

进行分析。

表１　刑事诉讼四个程序的案件适用量

从刑事诉讼四个程序适用的案件量 （见表１）可以看出，我国自１９９７年施行现行刑事诉讼法

以来，２０００年立案数的增长最为明显，当年的立案数相比上一年度猛增了６０％之多，２００１年立

案数相比上一年度又增加了２０％，此后的７年里立案数基本都维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但是综观

１０余年来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运行，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数与立

案数之间有非常大的落差，而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与提起公诉、一审审判的案件数则基本持

平。〔３〕由于数据的有限，我们无法统计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占立案案件的比例，

但是根据已掌握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１９９９年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占到立案总数的２４．１６％，

但２０００年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仅占立案总数的１５．５０％，并在此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长达６年的

时间里，均维持在与２０００年持平的水平。这就说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总体而言，大约有

８５％的案件在侦查终结时被侦查机关作出不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而终止诉讼。〔４〕

在被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获得了有罪判决，我国一直保持着极低的不

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

１０余年来，我国不起诉率不超过３．５％。具体来看，２００３年是不起诉率最高的一年，但当年

也仅有３．４１％的不起诉率。这一比率在２００６年达到了最低点，降至０．７％，在当年被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的１０２９０５２名犯罪嫌疑人中，只有７２０４名犯罪嫌疑人获得了不起诉处理。２００７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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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一审审判的案件数应比提起公诉的案件数少，但因为积案的原因，上一年度未审结的案件被延至下一

年度，因此一审审判数要高于提起公诉的案件数。

这一８５％的比例是将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合并统计而得出的数据。如果细分，检察机关自侦的案

件，从立案到侦查终结再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比例要远高于这一数据，甚至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人数

要多于立案时的案件数和犯罪嫌疑人人数。这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特殊性，往往会因一案而带出一串案，一人而牵出

一窝人。



２００８年不起诉率有所回升，但依然没有回升到２００３年的最高点。

我国还保持着极低的无罪判决率。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增设了 “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

立”这一类别的无罪判决，但这并没有增加无罪判决率。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无罪判决率基本

维持在１％以下，除了２０００年这一比率达至最高１．０２％；从２００１年以来，无罪判决率呈现出下

降趋势，直到２００７年降至最低点０．１５％。

从上述数据看，可以得出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案件立案之后，有大

量的案件在侦查终结时被侦查机关终止诉讼，大约只有１５％左右的案件被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

诉；二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很低，从而导致案件一旦被移送审查起诉，最终

被定罪的可能性很大。在所有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９５％以上的案件被判决有罪。

（二）刑事审判程序的数据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经过一审审判程序之后，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件，还要经历

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这些程序在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可以为我们测量刑事诉讼的整体运行状况

提供另一种参考。

表２　刑事诉讼一审与二审案件数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审审判案件数一直在上升，从１９９７年的４３６８９４件到

２００７年的７２４１１２件，增长了６５％之多，但是二审案件数在这１０年间却没有太多的增长，一直

比较平稳，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之后，这一趋势越加明显。１０年来，二审案件数始终维持在每年１０万

件以下，平均每年大约１５％左右的一审案件被启动二审程序。我国并没有出现美国般的被告人滥

用上诉权，从而出现上诉案件激增这一问题。（见表２）〔５〕

在这些二审案件中，２．５８％－４．９％的案件是由检察机关提起抗诉而启动二审程序的。

总体而言，一审审结的案件中，大约有１０％左右的案件，被告人会因不服一审判决而提起上

诉。换言之，９０％左右的案件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接受了一审判决，而且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表

现得愈加明显。

二审审结的案件中，维持原判占了绝大多数，平均７１．８％的案件被判处维持原判，只有

１４．４％的案件被直接改判，７．０７％的案件被发回重审。这表明大多数上诉并不能得到二审法院的

支持。（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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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参见 ［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６页以下。



表３　二审案件的处理结果

耐人寻味的是，在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二审案件中，居然也有４３％左右的案件被维持原判。

（见表４）

表４　检察机关抗诉二审的处理结果

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国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呈明显下降趋势，从１９９７年的１８７５３

件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８３１件，下降幅度达８４．９％。与二审审结案件数的比例，从１９９７年的

２８．９６％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０９％。大体上，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二审案件数呈上升趋势，而审判监

督案件则呈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案件审判质量在不断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

的接受度也在不断上升。（见表５）

表５　二审案件数与审判监督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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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２年之前，平均４．３％的再审案件是由检察机关提起抗诉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在

２００３年之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则一直保持在１０％以上，最高为２００６年

的１３．２８％。

１０余年来，刑事再审案件在再审后维持原判的案件比例显著减少。但是，尽管如此，在这

些再审审结的案件中，仍然有较大比例的案件被维持原判，虽然这一比例也在逐年下降。直到

２００７年，再审后被维持原判的案件仍然占当年审结的再审案件的３４％。这表明，大约１／３的案

件在判决发生效力后被重新启动程序，而审判的结果是维持原判。（见表６）

表６　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

从上述的数据看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一是案件数量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一审程序。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导致一审案件数在十几

年来急剧增加，但同时期二审案件数却一直保持平稳，审判监督案件则越来越成为一种例外。因

此可以总结出，实务界普遍反映的法官工作负担太重、压力太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一审法官身

上。而要解决法官工作负荷问题，最关键的是应当增加一审法官人数。学界之前对法官工作量的

分析，普遍是将全国一审案件的总数对应全国的法官总人数计算得出，〔６〕笔者认为这样的计算

方法并不科学，因为它将一审法官和二审法官混为一体，而就案件数的发展趋势来看，正确了解

和计算法官的工作量，需要将一审法官和二审法官区别开来。而这样的案件数发展趋势同时也表

明，越来越多的涉案当事人选择接受一审的判决结果，同时越来越少的案件被启动再审程序，我

国的司法质量正在逐步提高。这与我国１０余年来加强司法队伍的培养、司法理念的灌输以及推

动相关司法改革举措密不可分。

二是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案件维持原判率高。自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适用二审程

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绝大多数都被维持原判。在二审审结的案件中，７０％的案件被判处维

持原判；在启动再审程序后，３０％以上的案件被维持原判。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审结案件，被告人可以基于上诉权而提出上诉，并受到上

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因此对于二审案件而言，大多数案件被维持原判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思

考的是，在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二审案件中，居然有４３％左右的案件被维持原判。根据现行法律

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只有在认为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方可提出。

并且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提出抗诉和不能抗诉的情形都作了具体

规定。这就意味着，一旦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法院最后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可能性应当很大。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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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却与理论上的预期相差很大。这种现象只能被解释为：要么检察机关在提起抗诉时存在较大的

随意性；要么法院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审判监督程序上。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适

用条件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均要求启动再审程序必须是原审裁判 “确有错误”。而所谓 “确

有错误”，是指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

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原判决、裁定适用的法律确有错误；审

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７〕因此，从理论上讲，一旦

案件被启动再审程序，就说明原审裁判的确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的错误，需要通过再审程序加以纠

正。但是实践的运行结果与立法的本意相差甚远，在一些年份，维持原判的案件数甚至远远高于

以其他方式结案的案件数。

检察官一审抗诉后以及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后维持原判率高这一现实是对现行检察机关抗诉制

度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巨大质疑。尽管数据表明，这两项程序存在着实际的纠错功能，但同时也暴

露出这两项程序实际上已被检察官滥用或被法院虚置。从维护司法裁判的既判力、树立司法权

威、避免当事人长期受诉讼困扰等角度出发，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必须注意到检察官抗诉

和审判监督程序被滥用或被虚置的问题，首先要避免随意地提起抗诉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同时

对确有错误的案件要敢于纠错。

二、刑事诉讼运行状况的局部数据分析

为了从微观角度对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笔者还收集了东部某基层公安司法机

关运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数据。根据政府信息网站介绍，该基层司法管辖区土地总面积６６９．７７

平方公里。２００７年末，常住人口７７．８万人。２００７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４１５．６亿元。

表７　刑事诉讼四个程序的案件适用量

１１年来，该区的刑事案件立案数一直在急剧上升，从１９９７年的７７９件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

７３３７件，上升了近１０倍，致使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一审审判的案件数也是逐年上升。同

时数据也显示了该区刑事诉讼运行方面的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立案数与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数之间有非常大的落差，其中以１９９７年最甚。当年该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２０８件，占当年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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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案件的２６．７％。２０００年是１１年间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占立案数比例最少的一年，当年检察

院审查起诉案件２１６件，只占刑事立案案件的６．５８％。二是每年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

审判案件数之间尽管不能完全等同，但并没有表现出如立案与移送审查起诉间如此大的差距。

以２００７年为例，当年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８３３件，提起公诉案件７３１件，法院审判结案７０１

件。（见表７）

１９９７年是不起诉案件数量最多的一年，当年有１４件不起诉案件，占所有审查起诉案件的

６．７３％，１９９８年不起诉率为３．０４％，之后就逐步减少。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没有一件不起诉案件。

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不起诉率维持在１．０８％以下。

在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１１年间，该区法院判决无罪的被告总人数为１４人，其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五个年度没有一人获得无罪判决。２００１年是被告人获得无罪判决最多的一年，

当年有５个被告人被判无罪，占所有生效判决人数的１．１６％。

表８　刑事诉讼一审与二审案件数

（注：缺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二审案件数据）

表８显示，一审案件数在这１１年间逐步上升，从１９９７年的２２９件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６６６件，

上升了将近三倍。很遗憾我们没有获得该区法院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二审案件数，但是从上表中可

以看出，二审案件数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九年间 ，也有比较大的波动。其中，２００１年是二审案

件最多的一年，当年抗诉案件４件，上诉案件５２件，占全年生效判决案件数的１６．９２％。其余八

年，二审案件数占一审生效判决案件数保持在４．９２％—１０．５３％之间。

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检察机关一审抗诉占二审案件的比例有一定的波动。９年间，仅有３

年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剩余的６年里，检察机关抗诉的比例占全部二审案件的比例维持在

２．５６％—８．５７％。２００５年是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最多的一年，当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３件，全年二

审案件３５件。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间，二审改判发回案件比例２００１年起逐年稳步下滑，２００６年后才见小幅

回升。其中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６年，所有的二审案件都被维持原判。而在剩余的７年时间里，２００１年

是改判和发回比例最高的一年，当年在５６件二审案件中，有１４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占所有二

审案件的２５％。其余年份中，被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比例维持在２．５６％—１３．１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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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二审案件数与审判监督案件数

表９显示，该区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属凤毛麟角。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间，只有４个年度

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而每年均只有１件案件被适用审判监督程序。

上述各项数据反映了自１９９７年以来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局部地区的运行情况。相较于从 《中

国法律年鉴》中得出的全国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立案数的增长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０

年和２００１年，但在该局部地区，立案数几乎是逐年增长。但两者也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

立案数与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数之间有非常大的落差。就该地区而言，平均大约有１０％的立案案件

会被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时移送审查起诉。换言之，近９０％的案件会被侦查机关侦查终结时终止

刑事诉讼。

在不起诉率方面，全国范围和该局部地区都具有不起诉率低这一特点，但两者却呈现出不同

的运行态势。在全国范围内，不起诉率相对比较平稳，１１年间每年的不起诉率均不超过３．５％，

２００３年的最高点与２００６年的最低点相差也只不过２．７％。但在该局部地区，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的

不起诉率相对较高，达到７％和３％左右，但在１９９９年之后的９年时间里，均比较平稳地维持在

１．０８％以下。

就无罪判决率而言，在全国范围内，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无罪判决率逐年下降，一直到２００７年

达到历史最低点。而在该局部地区，趋势显然与全国一致，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无罪判决率逐年下

降，直到２００４年及之后的３年时间里，无罪判决连续４年保持为零。但该地区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１

年的５年时间里，无罪判决率呈现波动，２００１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总体而言，该地区的无罪判决

率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比率。

就一审案件数而言，虽然该局部地区的一审案件数与全国范围的普遍情况相同，１０年间出

现了稳步的上升，但上升的势头明显增强。相比之下，虽然该地区二审案件的发展态势与全国范

围不尽相同，在１０年间有些波动，但平均而言，也是不到１０％的一审案件被提起上诉，这与前

述全国的普遍情况基本相同。

该地区检察机关一审抗诉案件数在这１０年间呈现出比较大的波动，表现出与全国普遍情况

并不相同的运行态势。在全国范围内，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检察机关的抗诉率就一直下降，到２００３

年达到最低点，之后有略微的反弹，但相对比较平稳。但在该地区，检察机关的抗诉与二审案件

的比例呈现出一种跳跃式的形态。但是综观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这１１年间，检察机关的年抗诉案

件最多是４件，只占当年生效判决的１．２％，占所有二审案件的７．１４％。这说明了二审程序的启

动主要源于当事人的上诉，检察机关的抗诉只占二审程序的一小部分。这也与全国的普遍情形

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区也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抗诉都会在二审程序中得到支持。数据表

明，在一些年份，二审改判的案件数要少于检察机关一审抗诉数。而从图表中也可以看出，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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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判发回的案件比例在该地区也比较低。９年中，改判发回率最高的是２００１年，当年二审改判

发回率达到２５％，有两年该比例在１５％以下，另有６个年份该比例在１０％以下，其中该比例为

零的有两年。

很遗憾我们没有获得被启动再审的刑事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因为该地区在统计数据时并没

有区分适用再审程序的民事、商事和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但在可获得的数据中我们发现，被改

判的再审案件的数目与被适用再审程序的刑事案件数目相同。这就说明，并非每件被适用再审程

序的刑事案件都被改判，除非民事和商事案件都没有一件被改判的。

通过上述我国东部某地区的１０年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全国范围内刑事诉讼运行的所有特征

在该地区都有体现，但是两者之间在运行态势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异。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

一个特定地区，可供选择的样本库少，由于基数少，即便很小的变量也会表现得很突出。

三、结论与建议

上述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存在着几个特点：一是极低的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

率；二是上诉案件的比例有限；三是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持原判的比例很高。这就说明了

在我国一个刑事案件一旦被侦查机关作出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后，这个案件最终就极有可能被定

罪。在侦查终结环节，案件的最终命运几乎就已被决定。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呈现出与西方国家

不同的特征。我国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 “侦查决定型”刑事诉讼，即侦查程序取代审判程序成

为刑事诉讼至关重要的环节，案件自侦查终结后命运几乎不可逆转。〔８〕

对于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我国学者已有充分的关注。如孙长永教授指出：

“就司法实践而言，起诉和审判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的结果，９９％以上的有罪判决率，事实

上是靠强有力的侦查来维系的。如果单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刑事程序，

侦查毫无疑问是整个程序的中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

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９〕孙长永教授的这一结论来自于他对司法实践的了解和文本的

分析，与上述数据分析的结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笔者想进一步指出，如果仅将侦查机关在

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立足于起诉和审判都是基于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案件最终的有罪判决依

赖于侦查的结果，这一立论并不充分。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侦查的主要目的都是收集证据，作

为侦查之后的程序 起诉和审判当然是要对侦查收集的证据进行评价，前者评价案件是否值得

提交审判，后者评价收集的证据是否足以认定被告人有罪。而从上述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

出进一步的结论：一是侦查机关对立案之后案件是否移交审查起诉享有很大的决定权。往往单方

面筛选掉８５％以上的案件，而且这些案件并没有机会得到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评价。〔１０〕二是

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与案件有罪判决之间具有极高的等同性 （大约９５％的等同性）。据

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的角色和地位，比学者所提出的 “侦查中心主义”更有

过之，我国的侦查机关实际上扮演着类似决定机关的角色。

仔细分析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侦查机关的这种类决定机关性质在笔者看来是预设的。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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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在西方国家，审判程序被普遍视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与高潮。参见 ［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

琪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９０页；［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１５８页；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０页。

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 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序言。

尽管从理论上讲，侦查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应

当向检察机关汇报，因此通常情况下检察机关并不能对这些具体案件予以监督。另外，根据立法被害人也有权直接

就这类案件向法院起诉，从而接受法院的评价，但是由于自诉严格的立案条件，不能保证这些案件均能被法院立案。



刑事诉讼法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三机关并列，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

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平等地位，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被认为是刑事诉讼中三个独立的

阶段，“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为侦查机关提供了巨大的职能空间，立法也没有对侦查机关的

职权行使设置有效的监督。因此，作为刑事诉讼的首道工序 侦查程序无疑就成为决定今后案

件走向的关键。

立法将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判决有罪的证明标准列为同一，强调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时就

要做到与判决有罪时的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这会导致移交审查起

诉的案件与审判定罪案件的同一。否则 ，又如何解释侦查机关作出的移送审查起诉决定？

另外，我国有着严格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杜绝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

徇私枉法制造错案，但是这样的考核制度也促使公、检、法三机关成为利益联盟。从理论上讲，

审查起诉是对侦查环节的证据和事实进行审查，而审判是对提交审判的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裁

断，但由于有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后一程序的决定机关要对前一程序中的决定作出更改，就必

须要顾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相关责任人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会促使前一程序的

决定者在作出决定之前往往会通过请示、咨询等方式征求后一程序决定者的意见。其结果是，侦

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工序，侦查机关所作的决定往往成为刑事诉讼最后一道工序的

决定。

这种 “侦查决定型”刑事诉讼显然具有一些优势。比如，由于在侦查阶段就严格按照定罪的

标准进行审查，可以激励侦查机关尽可能查找案件真相；在侦查阶段就筛选掉绝大多数的犯罪嫌

疑人，可以让这些犯罪嫌疑人尽早摆脱诉讼困扰，不会因为提起公诉、接受审判而造成社会声誉

下降，回归社会的障碍减少；进一步地讲，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侦查决定型”刑事诉讼同时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弊端。为了能够

移交审查起诉，尤其在我国公安机关普遍存在考核压力的情况下 （比如成功侦查或起诉考核加

分），侦查机关会不遗余力地收集证明有罪的证据，而这极可能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造成侵害。

这种前倾性的刑事诉讼还使得公开审判沦为侦查程序的 “橡皮图章”。在缜密侦查的前提下，

再加上之后的审查起诉，审判自然会降低敏锐度，而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对之前错误侦查、错误起

诉加以改变的困难。松尾浩也教授针对日本的精密司法曾指出：“由于侦查以及提起公诉 ‘过度

精密’，在错误起诉的情况下，纠正错误并作出无罪判决比起所谓 ‘不费力的起诉’的场合更为

困难”。〔１１〕在我国，由于严格的考核制度以及审判程序对侦查程序收集的证据依赖性较强，导致

这种可能性更大。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侦查机关作出的决定存在滥用职权的极大可能性。根据现行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撤销案件是侦查人员基于侦查结果单方面作出的决定，对撤销案件的决定，立法没有

规定侦查人员必须通知被害人，同时也无须通知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这样，撤销案件终止

诉讼的决定就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无须说明理由，也无须接受来自检察机关和被害人的监督。

如此极有可能造成侦查人员滥用撤销案件权力，侵害被害人的权利。现行刑事诉讼法尽管从保护

被害人的角度，为解决被害人告状无门，规定了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

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

件”，允许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但是该条文要求，对这类自诉案件，被害人必须有

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被害人往往缺乏自行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渠道，而

对被决定撤销的案件，既没有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告知被害人侦查结果以及撤销案件的理由，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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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卷，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２页。与日本的精密司

法相比，我国的刑事诉讼也具有高定罪率、缜密侦查的特点，但是并没有日本的高不起诉率。



允许被害人查阅案卷，因此对被害人来说，要成功提起这类自诉非常困难。〔１２〕侦查人员侦查终

结时作出的决定已经成为监督的真空。

可能是受了西方国家对审判程序重视的影响，也可能是审判程序更接近民众，为提高民众对

司法的满意度和体现对普世性诉讼价值的追求，我国的诉讼程序改革将审判程序的改革作为突破

口。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我国司法改革，就是以审判方式改革拉开帷幕。现行刑事诉讼法相

较于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对审判程序作了较大篇幅的修改，以努力实现查明事实和保障人权的

平衡，而对侦查程序的改革则主要体现在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有限的法律帮

助。除此之外，侦查程序并未有较大的改动。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就有学者指出，我

国的刑事诉讼 “出现了职权式侦查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对抗制庭审之间的矛盾，使我国诉讼内部

存在机制冲突。这种状况，难以使侦查方式与庭审方式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１３〕而如果从 “侦

查决定型”刑事诉讼这一定义出发，这样的改革注定失败，因为它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笔者认为，我国迄今为止进行的刑事诉讼改革的进路是错误的。要取得刑事诉讼改革的成

功，必须且只能从侦查程序的改革出发。侦查程序的改革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并非本文能够完全

涵盖，但是上述的数据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在 “侦查决定型”刑事诉讼中，

侦查终结时侦查机关作出的决定已然成为了刑事诉讼的一个命运节点。在这个命运节点上，一旦

侦查机关作出了撤案的决定，那么这个案件几乎就不大可能会被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而如果

侦查机关作出了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那么这个案件就相当于被判决有罪。所以，要对侦查程序

进行改革，首先要解决在这个命运节点上侦查权的监督问题。

我国目前对刑事诉讼的这一命运节点缺乏有效监督。无论侦查机关作出撤案还是移送审查起

诉决定，都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决定，无须聆听被害人、辩护律师甚至检察官的意见。尽管

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来自检察机关的监督，但是立法却规定侦查

机关可以通过补充侦查就侦查环节的纰漏予以弥补，并且绝大多数案件最终都将被法院认定为有

罪；而对于撤案的决定，目前被害人的自诉形同虚设，并且由于侦查机关无需将侦查结果向检察

机关报告，因此也通常不能得到来自检察机关的监督。

对这一刑事诉讼命运节点的有效监督，需要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共同

参与。具体思路是：废止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制约这一基本原则，理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

之间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侦查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应当通知检察机关和被害人，并说明

理由。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调阅案卷对侦查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进行监督，认为撤销案件不当的，

可以要求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如果被害人对侦查机关的撤销决定不服，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

复制案卷中的侦查文书和侦查结论，作为向法院提起自诉的证据。而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应当保

障其在侦查阶段享有充分的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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